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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衍生出多种语言文字体系，相互差异的复杂程度堪比地球上的生物物种，

而语系的结构性影响一直是人类分群的重要机制。生物学家不仅要调查和不断补充新发现的动植物信息，将

其纳入已有分类体系，还要根据考古发现研究各种已灭绝的动植物化石。语言学家在研究中也要做类似的工

作，不断调查补充人类语言分类系统，根据岩画和文物研究各种已消亡的古代文字，分析现有各种语言的使用

情况及其演变态势。

各地人群之所以出现不同语言，源自世界各地生态环境的千差万别，正如不同自然环境衍生出不同的动

植物，人群在不同自然生态环境中发展出不同的生活与生产模式，因交流的需求萌生不同内涵和形式的语

言。如草原游牧社会的语言与定居农耕社会的语言之间有很大差异，表现在衣食住行多个方面。蒙古语有丰

富的与游牧活动相关的词汇，因易于迁徙的蒙古包构造简单，蒙古语中与建筑相关的词汇较少。与之相比，汉

语有大量与农耕生产生活(作物、禽畜、农具、节气、房屋、器物、运输工具等)相关的丰富词汇，而描述马牛羊各

种特征的专用词汇贫乏。为了保存和继承已有知识技能、思想探索和文艺创作成果，人们在各自语言基础上

发明不同文字及语法规则，并且以不同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史料和文学作品，使我们今天得以了解前人的知

识和思想情感，为今人呈现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世界。

环境的变化和人类交往的增加，导致各自语言体系不可避免会发生变化。“语言集团比物种或氏族都来得

复杂：语言的变化比DNA序列的变化快得多。”“在语言历史的记录中，语言消亡的例子比比皆是。”①这些变化

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或情感为转移。但是，一种语言的消亡并不一定意味着使用人群的消失，而是人们转用

其他语言并融入相应群体。不同人群之间的语言学习、词汇借用和观念融汇，是人类社会语言发展中的重要

现象。人们进入其他社会类型的生活环境后，适应当地生产生活方式并习用当地人用语，是不可避免的自然

过程。所以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内蒙古“放垦”地区的蒙古族民众从游牧转为农耕定居，也普遍转用汉语。随

着汉地日用品大量进入草原牧区，蒙古语中出现大量汉语“外来词”。“文革”期间在内蒙古牧区插队的北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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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青年普遍习用蒙古语，在许多方面融入草原生产生活方式。这种基于不同生活方式的语言之间彼此同化和

相互融合的自然过程，古往今来，每时每刻都在持续。

人类语言的主要特点及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功能是什么？在什么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人群间出

现相互学习语言、词语融汇、语言融合甚至某种语言消亡的现象？各地当政集团的长期语言策略与民众语言

使用状况之间是什么关系？政府语言政策导致语言演变呈现哪些特点？在近代“民族”认同意识构建和“民族

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整合过程中，国家语言政策扮演了什么角色？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少数族群的语言权

利应如何保障？在笔者已发表的两篇文章《人类语言与社会发展》和《语言、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语言政策》

中，对上述议题分别进行了讨论。②本文将在语言社会学的框架下，根据各类史料梳理中国历史上各朝代语

言政策的演变与发展脉络，讨论这些政策如何影响中华各族的语言使用与政治文化认同观念的演变。希望

这项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中国的语言使用现象和发展趋势，并为21世纪中国的语言政策规划与调整提

供思路。

一、语言的基本特质与社会功能

在考察和讨论中国历代语言政策之前，有必要对语言的基本特征与社会功能做简要分析，从而回答“人们

的语言为什么变化”以及“哪些因素导致语言演变”等问题。

(一)语言文字反映不同自然环境中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

不同的语言、词汇体系反映的是人群在不同自然环境中衍生出的不同类型经济活动和生活模式，因此它

们在文化价值方面没有高低之分，如同我们不能把亚洲熊猫和澳洲考拉做简单的比较。因此，在对源自不同

类型经济生活的文化模式和语言文字进行比较时，文化相对论是有道理的。但是，一些已知语言的消亡也意

味着历史上相关人群的社会适应或竞争失败，这是无可否认的社会事实。我们在探查人类文明史上不同语言

与相应文化体系各自发展的态势时，需要关注两个宏观大背景：一个是相关人群从事经济活动的基本类型(农
耕、游牧、渔猎等)与财富积累模式，另一个是发明和使用这一语言群体的人口规模。这两个要素之间密切关

联：农耕经济通常可以更好地抗御自然灾害并繁衍人口，而人口规模庞大的群体通常发展出分工复杂的经济

—社会体系和富足稳定的资源财富积累，在此基础上产生复杂的词汇和文化体系。“从许多语言和习用语或俚

语里，我们往往可以窥探造词的心理过程和那个民族的文化程度。”③与草原游牧、狩猎经济相比，人群定居并

从事规模种植业的发展被称为“农业革命”④，衍生出大规模的人口和繁荣的经济体系，涌现更频繁和更复杂的

人际交流，供养大量非生产性“文化人”群体(国王、大臣、学者、诗人、作家、乐师、画家、科学家、艺术家等)。这

一群体在语言发展中之所以重要，因为他们是社会生活中各类词汇及其使用规则的创造者和主要使用者。人

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被定义为“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即是对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同类型的经

济模式和社会形态的抽象概括。

从人类发展史来看，气候适宜、水源丰沛的亚热带平原地区因其自然条件通常衍生出稳定的农业经济和

较大规模人口，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较高程度的社会组织与文明体系。“公元前一万年以后，近东出现了早期

的农业耕作和动物驯养。”“中国的黄土地区在整个远东是第一个发展普遍的田间农业的地区。”⑤东亚平原的

黄河、长江流域是农耕社会的典型例子。学者根据不同经济模式估算了各时期的世界人口规模，认为“公元前

3000年……人类又迎来了‘青铜器时代’。当时，世界人口已达到 2500万”⑥。据《后汉书》注解援引《帝王世

纪》，公元前两千年我国中原地区约为1300多万人⑦，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当时我国中原地区人口规模已相当

可观。从商代(公元前1600-前1046)出土文物来看，当时中原地区的经济与人口规模、社会组织和文化发展已

达较高水平。商朝的青铜器铸造精良，甲骨文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字”，记载内容极为丰富，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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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商代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基础学科

和应用技术。

(二)不同语言体系之间的交流与竞争

不同语言系统之间的交流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处于同一个政府管辖体系(部落、城邦、王国、王朝、帝

国等)内部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的交流，体系内各级行政权威对语言交流的态度和相关管理政策通常发挥重要

作用；第二类是不同政府管辖体系下，各自所属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的交流，在当今世界政治体系中，即各国民

众之间的语言交流。因为各国政府对内部人群的管控程度不同，加之各国语言政策存在差异，上述两类语言

交流呈现不同的特点，导致语言交流中的不同发展态势。

本文的讨论仅限于第一类语言体系之间的交流，具体分析对象是中国历史上各群体间的语言差异和各朝

代的语言政策，除中央王朝的语言政策外，也关注各地方政权语言政策的史料。关于“中国”的地理范围，笔者

沿用谭其骧的定义，即大致以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历史上

的中国。⑧费孝通认为，东亚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

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而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⑨。这个“自成单元”的地

域特征在立体地形图上十分醒目。尽管在一些朝代，中华大地上曾存在多元的政权体系，但是由于这些政权

生活在同一个“地理单元”内，它们彼此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及人员交往的深度与广度通常远远超过与周

边其他地区的交往，而这个“地理单元”的核心就是以农耕为主的中原地区(黄河、长江流域)。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讨论的时期大致为秦代到鸦片战争前的清代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在人口

规模、经济贸易、社会文化发展等方面始终占据显著的主导地位，留下丰富的文献史料，一些周边群体的发展

历史也因中原王朝的记载而留存至今。因受语言能力所限，本文主要引用中原王朝及相关汉文史料，但是这

并不意味笔者忽视或贬低少数族群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与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三)影响不同语言在交流中相对地位的五个因素

当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群生活在同一个政权管辖范围内的朝代，在行政司法事务和民众公共生活中主要采

用哪一种语言，很自然会出现竞争。在多种语言彼此竞争中，通常由社会实际运行中占据主导地位群体的语

言获得优势，甚至主导全社会语言交流、融合的发展方向。在这一情境中，影响并导致一种语言在该国民众使

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具体因素有五个：

(1)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今天的汉语是在文字统一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出来的。汉字是表形表意文字，在中

华文明圈，书面语言与口语长期脱离，统一文字为人们突破方言障碍共享历史记忆和文明成果创造了条件。

这种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结构，使得那些与书面语接近的方言获得更多机会，是各种“官话”出现的条件。

(2)行政权威的强制力量。一个政权以武力或其他手段扩展领土建立一个统一的行政机构后，执政集团可

通过行政力量(辅之以奖惩手段)在处理各项事务时强制或半强制地在辖区民众中推行执政群体的语言文字，

限制区内其他语言或方言的使用。

(3)经济力量的主导作用。如果一个国家整体经济活动(物资生产、税收来源)以农业为主，农耕群体使用

的语言最终会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即使统治集团(如外来游牧群体)试图推行本族语言，但农耕群体仍会沿

用自身语言，因为其主要词汇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很难由外来游牧群体的词汇替代。久而久之，

在各项事务运行和日常互动中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群体的语言会逐步被统治族群承认并使用，最终成为全社

会通用语言。

(4)各语言群体的人口相对规模。如果统治群体在人口规模上为明显少数，那么即使拥有自己语言(如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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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的蒙古语和清朝的满语)并试图在被统治群体中推行其语言，但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群体(如占总人口80%—

90%的汉人)的语言在社会实际交流中会持续成为社会通用语，并逐步为统治群体所接受。语言的功能是交

流，为了实现有效治理，即使是统治集团成员也必须使用大多数人能听得懂的语言才能有效地推行政令，维持

社会和经济运行。

(5)经济与文明的发展程度。经济与文明体系发展水平较高的群体，通常发育出较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

社会分层体系和行政管理系统，通过更深刻更系统的社会伦理规范来指导人们处理家庭与社会关系，发展出

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建筑物、纺织品、运输工具等)和精神文明(哲学、文学、音乐、艺术等)。这些文明成果展

现的丰富内涵及绚丽形式不仅维系了本群体成员的文化自信，对于其他群体成员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与感

召力。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某种语言在社会使用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民众日常生活和生

产活动中逐步奠定的。而那些在竞争中失去主导地位的地区性方言或外来移民群体的语言，有的逐步消亡，

有的吸收主导语言词汇后存留于局部社区或群体中。人类语言在社会应用中彼此竞争和演变的各种态势，存

在于世界各个时期和地球上的每个角落。

(四)行政权力机构推行的语言政策影响语言使用和演变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出现过各种类型的统治政权。为了辖区内行政、司法、税收、徭役、征兵等各项事务

的顺利运行与沟通效率，统治集团都倾向于采用一种(或少数几种)语言文字作为口头和书面交流工具。这是

语言在复杂社会发挥的重要社会功能。近代欧洲民族主义运动兴起后，语言则进一步成为“民族”(nation)内部

凝聚和彼此识别的重要文化标识以及“国家”(state)建构的意识形态工具，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根据国内

不同语言群体的人口规模、社会发展程度等，各国政府为发展经济和推动社会整合，通常制定并推行本国语言

政策，如把官方推行的语言称为“国语”“法定语言”或者“国家通用语言”。

在国家通用语言的选择与推行方面，各国依据自身社会历史和族群人口结构采取不同模式和具体方法。

“世界上，大约125个国家的宪法提到了本国的语言问题，其中约100个国家指定了一种或多种语言为本国的

官方语言或国语，官方语言和国语在使用方面都享有特权。”在一些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也许部分人的语

言会被强加于所有居民并被宣布为是所有人的母语(或者所有居民都没有语言，语言可以是完全被发明出来

的)”⑩。当今世界上有78个国家(如法国)确定了一种官方语言或国语，有18个国家(如阿富汗)确定了两种官方

语言或国语，5个国家(如比利时)确定了3种官方语言，4个国家(如刚果)确定了4种官方语言。目前的世界语

言使用格局，是在近代各国内外多种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相互竞争博弈的发展态势中逐步形成的，而且在持

续变化中。

二、我国中原地区语言文字的特点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进程中，位于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中原地区始终是东亚大陆的人口、经济与文化核心区，

周边区域的发展演变始终围绕这个核心区而展开。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及语言发展

据有文字可考的史料记载，在今天的中华大地上曾经生活过多个族群，在史书中留下许多族名。“春秋

时期四方诸侯经过二百四十余年的分、合、散、聚过程，进入战国时期后，又出现不同程度的衍化。从族称来

看，有的民族虽沿袭旧称，民族内部结构却有了更新；有的民族名称消失了，而代之以另一族称；有的民族已同

其他民族融为一体，而以一个新的族名取代旧的族名，如此等等。”经过武力征服、人口迁移和通婚融合，许多

族群的人口消失在周边族群之中，族名也随之在史书中消失，有些族群合并后获得新的族称。族群间分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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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各种演变始终贯穿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

如果从祖先族源、语言文字、经济习俗、传统族称等方面分析，今天中国的14亿人口可以区分为许多人口

规模大小不一的群体，在这片国土上或相对聚居或彼此混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开展的“民

族识别”工作正式识别出56个“民族”。2020年在56个“民族”框架外还有83.6万“未定族称人口”。

在1989年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费孝通依据各类史料对中华民族历史演进过程给出

一个宏观描述。他特别指出，以黄河与长江流域为核心区的东亚平原属于亚热带气候，土地肥沃、雨量充足，

适合农耕产业和人口繁衍。“任何民族的生息繁殖都有其具体的生存空间。……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

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

地……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在东亚平原上经历夏、商、周各朝形成的

中原人群(自周朝以“华夏”自称，自唐代开始称作“汉人”)成为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人口与文化凝聚核

心。中原地区既是历代人口、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语言交流汇集的中心，由中原人群创制的汉语文在

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

(二)发源于中原地区的汉语汉字的特点

今天我国使用的国家通用语言(汉语普通话)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历史最悠久的语言之一。汉语口语标准化

的历史可划分为几个时期：文言(公元前5世纪之前)、中古汉语(公元前5—7世纪)、古白话(公元7—14世纪)、近
古汉语(公元14—18世纪)和此后的现代普通话。使用同一种文字是促进语言统一的重要工具。“由于汉语的

文字同读音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所以汉语口语发展的历史根据主要来自对诗歌细致的分析，尤其要关注

那些押韵诗。……由于文言是古代方言，所以那些在过去两个半世纪里影响了现代各方言的种种变化其实都

是因文言而起。”

无论是发音方法、书写形式还是构词法，发源于我国中原地区的语言文字(通称“汉语汉字”)在世界语言体

系中都是一种独特的语言文字。汉字的历史可追溯到商代(公元前1600-前1046)。据学者考据，“商代已有文

字，但那文字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象形图画，而且写法不一定……可以知道那时的文字还在形成的途中”，“甲骨

文共有单字约在三千以上，说明商代晚期文字已相当繁多。后人所谓的‘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

声、转注这六种构成文字的原则，在甲骨文中都已具备，则商代晚期已经形成为严密规律的文字系统”。我国

中原地区发展出来的汉字体系，在世界语言文字家族中独具一格。许倬云强调，汉字“有一个以视觉符号作为

基础的文字系统。它可以超越语言的区隔，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工具，也作为超越时间的数据媒介，使得文

化得以赓续”。苏秉琦强调“以形、意为主又适应各地方言的方块字被大家所接受，成为其后数千年间维系民

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产生了极强的凝聚力”。

莱布尼茨对于中国的汉字体系有积极的评价：“汉字也许更具有哲学特点并且基于更多的理性考虑，它是

由数、秩序和关系决定的。”人类脑电波的“顶中区N200被确认为是一个中文词汇识别特有的脑电反应……

中文词汇在其识别的早期阶段，存在一个极强的视觉加工过程，而这个过程英文中完全没有”，“拼音文字：事

物表象—声音(字母文字)—概念(由声音转换为概念)—思维；表意汉字：事物表象—概念(汉字由视觉直接进入

概念)—思维。……表明汉字进入思维比起拼音文字进入思维是个快车道”。

在商朝和周朝，中国各地使用的语言之间仍有很大差异。即使到了汉代，“汉语的许多方言是不能够互通

的，而汉字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用一种巧妙的方法代表了不同方言所共有的、最为普遍的形式和意义。所有

的现代方言，也包括文言，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系列表示意义的音节，这些音节也许在不同的方言里有着不同的

发音和先后顺序，但是它们一旦进入到图画文字就能够一一辨认出来。通常汉语的一个音节就是一个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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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论说的是哪种方言，只要识字就一定能看懂一篇汉语文稿的意思。字母表的文字系统势必都是以语言

的声音为基础的，但是目前没有一种字母系统能够如此方便地在这么多不同的汉语方言中‘保持中立’，除非

有一个字母表可以统观历史并涵盖所有的汉语变体。而此壮举无异于一个精细、含混至极的奇迹，所以说传

统的汉字还是幸存了下来”。赵鼎新认为：“由于表意性的文字书写系统能够脱离语音而使用，这极大地便利

了使用不同方言乃至不同语言的人群之间的交流。春秋—战国时代之后的中国历史表明，虽然帝国儒教为精

英文化的统一提供了基础，但为这种文化的传布和绵延提供物质基础条件的却是表意性的汉语文字。”

尽管今天有些人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使用闽南话、粤语等方言，但是统一规范的汉字(书面语言)持续推动各

地发音方法的趋同，并使行政、司法、教育、医疗和经济贸易活动在各方言区的运行毫无障碍。与保持讲方言

的汉族民众相比，掌握标准普通话的蒙古、维吾尔、藏等各族民众在族际交流中甚至更为便利。同时，由于中

华文明的发展水平曾长期在东亚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汉字体系对周边“蛮夷”(西夏、西域、大理等)及邻国(朝鲜

半岛、日本、琉球、越南等)的文化和语言发展曾产生重要影响。研究中国语言文字演变史，中原汉语汉字的发

展及其与周边群体的交流互动是重要的分析脉络。

(三)中华民族内部的语言文字多样性

我国北方游牧族群的拼音语言体系和中原农耕群体的汉字体系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突厥语系、蒙古语系

和通古斯语系这些所谓的中亚阿尔泰语言都是高度多音节化的语言。它们的词汇，至少名词和动词，都是在

一系列短小词素的基础上系统地、紧密地建立起来的。它们不是声调语言，但是它们充分利用了元音和谐的

原理，使得词语后缀的元音同词根的元音相呼应。按照它们的词序规定，动词被置于句子的末尾。以上这些

方面都显示了它们和汉语本质上的不同，因为汉语是单音节的声调语言，几乎没有词语形态的变化，而且在汉

语的基本词序规则中，动词放在句子的第二个位置上。”

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在国内认定了56个民族，其中汉族、回族和满族(2020年占中国总

人口的92.6%)普遍使用汉语文。在其他各族中，属于汉藏语系的有29个，属于阿尔泰语系的17个，属于南亚

语系的3个，属于印欧语系的2个，属于南岛语系的1个，还有一个未定。其中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

族、朝鲜族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发展出独立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体系，各族的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都是中

华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西南、西北地区的许多群体都发展出独立的语言体系，同时在各族混居

区，当地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掌握多种语言，词言混用和词汇借用已成常态。从整体上看，历史上我国各地

人群之间的大规模语言交流与文化融合，主要发生在以汉语文为主要交流工具的中原人群和北部、西部、西南

各地持不同语言的部落与群体之间。

三、秦代“书同文”政策开启中华文字整合的历史进程

在中华各族之间几千年的语言与文化交流中，尽管民众日常交往是彼此学习语言的基础，但是政府部门

在语言领域推行的各种强制性使用或阻碍的政策，对于民众的语言学习和使用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作

为中国历史发展主脉的引领者，位于中原地区的中央政权各朝代在辖区内先后推行内容存在差异和强制程度

不同的语言政策。由于各辖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族群权力结构，相关语言政策对于保持中原王朝的

政治统一、推动经济与文化繁荣发挥了特殊的凝聚作用，经过几千年历史演变，最终使今天中国境内的各族群

以中原地区和中华文化为核心凝聚成为一个牢固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

(一)秦始皇推行“书同文”

讨论中国历史上政府推行的语言政策，秦代推行“书同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秦之所以被视为中国历史

上的重要朝代，就在于它在多个维度实质性开创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秦统一六国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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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分封制被改为中央集权郡县制，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各领域推行统一化的制度性规范，如下令全国“一法度衡

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钱穆称“此亦统一工作上极重要之事务”。秦朝能够统一全国语言文字有其

社会基础，即在秦统一六国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各国互通语言文字的现象。“据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

器铭文，可考的‘国’名有三十二个，从北部的秦、晋、燕、齐，到南部的楚、吴、越，其文字结构、文章条理以及

思想，都有一致性，可知并不是秦始皇时期才统一文字的……《诗》三百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标准语言。所

以，‘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诵诗三百，使于四方’(《论语·子路》)，……由此可知，当时已有共同使用

的‘普通话’。”春秋时期的学者们之所以能够周游列国广招各国学生，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当时各国语言文字

已基本互通。秦朝所做的，就是在全国辖区内以行政命令正式和全面推行各国文字的统一和规范化，这在中

国语言史上具有划时代重要意义。行政权威对语言政策制定和推行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在秦朝以高度集权体

制推行“书同文”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展现。

西方语言学家高度肯定秦代语言政策，称秦始皇“以‘统一六书’(汉字的标准化)而闻名”，这个措施是他推

行民法、度量衡制的总计划中的一部分。“这说明他是想把秦国当地的标准推向全国……这一标准具有两种形

式：一种是图画文字倾向明显的篆书，经常能在一些华美的碑文中看到，另一种则是相对较为潦草的隶书。后

一种在随后的汉代被人们普遍采用，并收录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从此以后，这一文字系统就成了汉字书

写的基本形式——楷书。”

自秦始皇推行“书同文”政策后，统一规范的汉字在促进中国各地方言之间的口头交流和文字趋同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在公文中，全面废除使用典型的青铜器文字大篆，而是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以

小篆作为官方文字，但在实际操作上，则大量使用简化的、书写更为便利和效率的隶书作为标准的公文文

字。这也许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国家标准之一。”范文澜对秦统一文字给予高度评价：“‘田畴异亩(亩大小

不同)，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这就是战国时期封建割据的情状。秦统一

后，这许多异大体都化为同了。周朝文字笔画繁重，称为大篆，或称籀文。战国时东方齐鲁地方文化发达，

通行一种比较省便的字体，汉朝人称为古文、蝌蚪文，或孔壁古文。李斯订定文字，依据籀文古文，笔画力求

简省划一，称为秦篆，或称小篆。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母敬作博学篇，都是用小篆写的学童课本，

不仅教字体，同时也教语法。又有狱吏程邈，得罪拘禁狱中，专心十年，造成一种笔画更省便的文字，叫做隶

书。隶书字体方形，便于书写，到汉朝行用极广。各地区方音不同，有统一的文字，方音便成次要的困难。经

大规模的移民，也减轻了方音的局限性。”这段话介绍了秦代之后中原文字书写方式的演变过程，其核心导向

依旧是推行“书同文”。

“书同文”是中原地区文字体系的重大调整，也是秦朝推动辖区内所有地域“政治统一、司法统一、文教统

一”举措的核心组成部分。“秦朝确定的‘书同文’，对于疆域辽阔的农耕中国的政治治理，就是具有根本意义的

宪法性制度。尽管秦朝确定‘书同文’这项制度时，不可能预见到其后它所发挥的‘构成’功能，但因为有了书

同文，才可能完成商周以来从部落国家的‘华夏’向疆域国家的‘中国’的转变，使得依据成文法令的统一治理

成为真实的政治选项。”在这一过程中，“多达25%的先秦的字出于种种原因(诸如过时的地名或人名、过时的

器皿名称等)而被秦的改革者完全废除，在后世绝迹了。……在造成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的一切文化力量中，

文字的一致性(与方言的多样性正好形成对比)几乎肯定是最有影响的因素”。

与“书同文”同步推行的还有“语同音”。“在这片地形地理高度复杂，各地经济生活交流相当不便的多民

族、多族群生活的土地上，在政治文化上构成‘中国’，除了‘书同文’外，还必须关注更生动易变更难规范的日

常语言，还必须关注和借助‘语同音’。”在某种意义上，实行“书同文”是推动“语同音”的前提和基础。“隋代，

··97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语言文字学 2023.12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八位学者商定了审音原则，于公元601年编成《切韵》五卷，成为现今可考的最早的韵书。”与此同时，许多与地

方文化习俗密切联系的“乡音”方言，即使在各地推行学堂和科举制度的一千多年后，至今依然顽强地保留在

各地的基层社区生活中，成为中华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秦代得以推行“书同文”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基础

秦朝初年中原辖区大约有2000万人口，远远超过周边各狩猎、采集和游牧族群的人口与经济规模。“居住

在现属中国疆域的……少数民族部落人口 181万。战国时代……估计约有 200万人。”这是 10∶1的规模差

距。尽管匈奴骑兵作战彪悍，但是这些边疆群体毕竟在人口和经济规模上远逊于中原地区。据钱穆《中国经

济史》介绍，秦代的冶铁、冶铜、制漆、纺织、造船、建筑诸业都十分发达，“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

六百有九”。同时秦朝统一了全国币制，“战国时之各种钱币因轻重、大小、形式各不相同，遂一律禁用”，原战

国时期各地区商业壁垒的消除，加上推行统一的钱币和度量衡标准，使得“春秋战国时发号施令的大城市，至

秦代均兼具了商业大城市的特质”。在当时的东亚大陆，秦代管辖的中原地区无疑是人口规模、先进经济、发

达文化的重心区域。雷厉风行的行政强制力、庞大密集的中原人口、便利的交通路网和发达的工商业，是秦始

皇得以在全部辖区内强制推行“书同文”政策的实力基础。正是通过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礼记·中

庸》)等系统性举措，秦朝开创了一个新的“天下”。

(三)汉代中原地区的语言与文字演变

秦代的语言政策在汉代得以延续。汉朝继承了秦的疆土和统一集权的行政体制，并进一步拓展领土和所

辖人口的规模，《汉书·西域传》云：“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代把疆土扩展到临

洮(甘肃)以西和江南，经济商贸更加繁荣。

据《汉书》记载，西汉时期管辖人口已达6000万，是秦初年的三倍。与汉对峙的北方匈奴部落在其最强盛

时期的人口规模约为70万—80万人。以史料推算，汉代中原周边各族的人口数量甚至有所下降，总规模仅为

298万：其中鲜卑40万、匈奴40万、西域51万、羌族80万、西南夷10万、西藏13万、海南13万等。即使上述数

字为推算，但仍能大致反映出当时中原地区和周边群体之间在人口规模上的基本对比态势(约为20∶1)。作为

当时的政治中心、人口聚居区和社会经济核心区，中原地区在秦汉时期已成为推动境内语言演变的主要动力

和客观基础，它的政治、经济、文化辐射力充分显现，行政统一后通用的语言文字消解了原有区域间的语言壁

垒，为建立全国统一的物资生产和贸易体系提供了便利。

秦代的“书同文”政策在汉代得以进一步推广和普及。历史上汉字书写方式曾经历多次变化。殷韵初为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写的《前言》称：“三代典籍皆用篆籀古文缮写，但诸侯异政，字体亦无统一规格。秦汉以

降，分隷行草纷然杂出。”范文澜十分推崇《说文解字》，“许慎……精通经典和群书。他收集小篆、古文(战国

式文字)、籀文(西周时文字，又称大篆)共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文(独体为文，如日月等)字(如江河等)，解说每一个

文字的形体、声音训诂(字义)，极为简要，全部解说不过十三万三千余字。读古书和汉朝法律时所遇到的疑难，

都可以从这部书里获得解答”。《说文解字》是中国语言文字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说文解字》收汉字

10516个，其中形声字为8545个，占了汉字总数的80%以上。这意味着，一个人只要认识并基本准确读出大约

1000个常用汉字，他就可以通过‘见字读半边’或‘认字认半边’，连估带猜，读出其他陌生汉字的音。”

自秦汉两朝后，中国人的群体观念开始逐步变化，与“华夏”相对应的“四夷”(传统上称为北狄、西戎、东

夷、南蛮)的界定在不断演变。“秦汉帝国及其以后，‘四夷’的概念有了新的变更和新内涵。‘四夷’已不是夏商

时代的‘四夷’，而是指帝国之内、《禹贡》九州之外的中华民族的各个支系。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四夷的概念

仍在不断地更新。这在中国传统正史‘二十四史’中可以清楚地得到说明。”在这一进程中，语言文字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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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汉代著述《史记》《淮南子》等典籍的普遍流传，在各地知识阶层中发挥了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播与“同化”

作用。

自秦汉两代开始，政令一统的郡县制和“书同文、语同音”的语言政策，为以中原地区为根基的中央政权实

践“天下一统”意识形态理念打下深厚的政治与文化基础，逐步构建并不断巩固以中原政权为核心的“天下”体

系。“‘天下’这一中国传统概念表达的与其说是帝国的概念，还不如说是关于帝国的理念……天下/帝国根本

上就不是个‘国家’，尤其不是个民族/国家，而是一种政治/文化制度，或者说一个世界社会。”在这个“天下”体

系中，不仅包括了“书同文”的中原地区(“华夏”)，而且涵盖了积极吸收中原文化的周边群体(作为“有教无类”

对象的“四夷”)。中华文化传统秉承“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群体认同观，构建的是一个努力涵盖东亚大陆的文

化政治制度。这一传统追求的是建立一个圣贤们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和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而推广这一

价值理念和社会伦理的传播工具，就是自秦代开始从中原地区不断向外传播的中华语言文字和思想文化。

(四)中原地区与周边群体的政治文化互动

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发展成熟并被士人普遍接受的伦理规范，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倡导“天人合一”，

在个人关系中倡导“仁义礼智信”，在群体关系中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与“和而不同”(《论语·

子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杜赞奇认为中华文化传统最核心的是“文化主义”，而不

是体质差异和语言差异。“把‘文化主义’(或天下主义)视为‘中国文化主义’，就不是把它看作一种文化意识本

身，而是把文化——帝国独特的文化和儒家正统——看做一种界定群体的标准。群体中的成员身份取决于是

否接受象征着效忠于中国观念和价值的礼制。……就文化主义而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是优越的，但并不排

他。经过教育和模仿，夷狄可以成为群体中的一部分，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并与其他缺少这些观念的夷狄区

分开来。因此，文化的观念类似于族群的观念，其表现在于，两者都要定期对其政治化的群体进行规范和界

定；差别只在于规范与界定的标准有所不同。”韩愈《原道》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

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即是中华文化传统所持的具有辩证思维和动态的“夷夏观”。

历代中原地区的王朝政权，自认为是“天下”体系的核心。而皇帝作为“天子”，有责任把中原文化伦理和

社会秩序(“人同伦”)推广到周边地区，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族群分类中的“华夷

之辨”，即是以是否接受中原文化为衡量尺度，在“有教无类”思想指导下，“蛮夷”可以转化为“华夏”，这就是历

代中原王朝对周边群体施以“教化”的基本立场。只有从这个立场上，才能真正理解中原政权与周边群体交往

中施行的语言与文化政策。“古代中国的文教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儒家道德伦理教化少数民族，形成统一的文

化认同，达到政治整合的目的。”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毫无疑问，这种认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

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不同群体之间思想交流的核心是社会道德伦

理，语言文字则是思想观念和文化交流的承载工具。

四、秦代以后历朝政权的语言政策

作为一个多族群、多语言和多文化的政治实体，费孝通把中国的政治架构、文化体系和人口血缘结构归纳

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个基本格局也映射在语言使用领域。回溯几千年来中华大地上的政权更

替与文化模式演变，我们看到每当一个政权在中原地区建立稳固统治后，便会根据下辖各地区、各族群的人口

规模、经济与文化发展程度，以中原地区为参照，制定全国性文化整合的发展目标，采用具体措施在各地区逐

步推行本朝语言政策。各朝代中央政权在辖区内推行的语言政策可大致归为三大类。而影响语言政策的最

初制定以及在语言政策推行过程中影响各种语言发展态势的因素，如前文所述，可大致归纳为行政权威、经济

能力、人口规模、文化发展水平这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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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类政策：中原群体建立中央政权并在辖区内推行中原语言文字

推行这一类政策的中央政权均由中原群体建立，凭靠中原群体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和文明发展程度上

在境内各地区中显著领先的地位和影响力，在辖区各地民众中积极推行中原语言文字，努力使其成为各领域

的全国性通用语言。

秦朝通过统一政令在全国辖区内推行“书同文”，是第一类政策中最典型的例子。为了防止各国贵族利用

各地原有政治与文化认同推动“复国”，秦统一六国后通过多种举措努力铲除各国原有政治特征与文化符号：

一是采用强制手段统一全国各项制度(郡县、官吏系统、政令和法律)，二是统一货币、度量衡、车距、道路和驿

站，创建全国统一的生产、贸易及交通运输体系，三是以“书同文”和秦朝推崇的书籍经典为基础建立全国统一

的文化和教育体系。

汉朝继承秦朝版图和各项制度，管辖人口增至6000万，农耕、畜牧、采矿、冶炼、纺织、运输、商贸等经济活

动得到较快发展。“(汉)武帝时工商业发展日盛，超越农耕。”汉朝创建一系列全国性制度如实行盐铁专卖，使

之成为国库重要财源，推行的“均输法”“平准法”使国库丰盈，“大约一年之内，因均输而获得帛500万匹”。在

中原地区聚敛的巨额财富使得汉朝得以维持社会运行和对外战争，使中原地区进一步发展成为整个东亚大陆

的经济与财富中心。这是“书同文”政策在汉代得到进一步推广的人口和经济基础。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进一步推动国家统一的重要朝代。“隋代国祚虽短，但自汉代以来，论人口繁殖之众，仓

廪府库之盛，常推隋为第一”，“隋朝……富饶的根源，就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统一”。“长江流域经东晋、

南朝将近三百年的开发，已经拥有约等于黄河流域三分之一的人力，经济上升，成为中国封建经济的重要构成

部分”，隋炀帝时期，所辖人口达5139.6万人。以人口规模和经济实力为基础，隋朝进一步推动汉语语音的

统一化。隋代编纂的《切韵》“是综合古今南北多种语言、吸收前人韵书所有长处的一部巨著……在秦朝，小

篆统一了文字的形体，在隋朝，切韵统一了书面的声韵，对国家的统一事业，都是一种重大的贡献。”为了在

南方少数族群中推广中原文化，隋文帝曾命令狐熙在桂州(今桂林)“为建城邑，开设学校”。《隋书》卷56《令狐

熙》：“……隋唐时派往或被贬至岭南地区的官吏，他们也十分注重在俚僚人中推广汉族封建文化，不少人还把

新办学校视为施政要务之一。”

唐朝继承隋朝的版图，辖区人口规模逐步恢复。公元742年，唐朝登记人口约为4890万人。华南地区成

为中原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大致轮廓。唐代推行租庸调制后，经济渐趋繁荣。“盛唐代之

富足太平……没有无田之丁户，人人缴得起庸调。”《唐律疏议》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

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表现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经济繁荣为中央政府发展教育和推行

统一语言创造了条件。“624年，唐高祖下令在各州县一律设立学校。”唐朝皇室因自身具有“夷狄”血统，

对于周边族群表现出罕见的包容度。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

鉴·唐纪》)朝廷指令各地郡学积极招收少数族群子弟入学，由官府支付“禀给”，在所辖各族民众中努力推

广中原语言文字、社会伦理和生产技艺，积极推动辖区内的各少数民族民众“使习华风”。“据韩愈《柳州罗池

庙碑》载，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期间，在当地修建学校和孔庙，大力推广中原文化。”这些举措持续推动了边疆各

地经济与社会发展。

唐朝是东亚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中心，长安一度汇集各国商人与学子。周边邻国有感于唐朝经济和文

化的繁荣，纷纷派遣学生来长安学习中原文化。贞观十四年，国子学“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二千二百六

十员……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

余人”(《资治通鉴》卷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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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在制定行政区划时充分考虑到语言文化因素，“政区不但与风俗区域有关，也与方言的地域差异相

对应。……从路的区划来看，却与方言区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两浙路大致为吴语区，荆湖南路是湘

语区……”宋朝沿袭唐代的语言政策，中原地区繁华的经济和文化事业“辐射”到周边区域。例如位于西南

相对独立的大理政权，曾长期保持对中原文化的推崇和汉语汉字的学习。“由于大理国多方搜求汉文典籍，有

些在中原内地失传的古书在大理却保存下来……汉族儒家文化在白人中的流布和传播更有长足的发展。”

明朝承袭了自秦以来中原群体所建中央政权的传统语言政策，在辖区内各少数族群中推行汉语文学习。

《明史》记载了明朝政府在西南地区推行汉语言和中原文化的情况，其中包括按照今天“民族识别”后认定的壮

族、土家族、苗族、布依族、哈尼族地区。“明代汉族文化、经典与诗文，也已传播到壮族地区。明代壮族地区已

建有学习汉文经典的学校。在流官统治地区及壮族上层人物中，识汉字，能文善画，甚至应试中举者，已为数

不少”，“明代土家族的土官、官族、土目、头人及其子弟，已逐渐接受汉文化的熏陶，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已
设立酉阳司学，旨在培养土官及其子弟学习汉文化。弘治十四年(1501)，明孝宗又下令：土司、土官子弟凡将承

袭土职者，必须入学读诗书，不入学者则不准承袭”，“明朝曾规定土司子弟必须入学读书，各府、卫、所、司、州、

县已逐步建立学校、书院，吸收苗族上层子弟入学”，“明朝还提倡在布依族地区推广汉文教育，设立学校。据

史书、方志记载，明代布依族地区已建立不少学校。……所有上述学校，除招收当地卫、所和府、县流官子弟入

学外，同时也就近招收布依族土官子弟入学读书，而且朝廷还明令规定，土官子弟必须入学读书才准予承袭官

职”，“明代哈尼族的文化，也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哈尼族上层子弟学习汉文读书识字者日益增多，程度不断

提高。……万历(1573-1619)年间，八寨土官龙上登赴京受职，在京期间，他遍访名师，拜师学习汉文经典，返乡

后成了一名酷爱汉文典籍的哈尼族学者，‘兴学校，建文庙’，并亲自为文庙撰写碑文”。

由于明朝境内有大量元朝留居的蒙古族人口，加之朝廷与北方蒙古各部交往密切，因此明朝特别重视国

内学子的蒙古文学习，并培养蒙汉翻译人才。“明初，蒙古各部与明朝有频繁的交往，大批贡使带着蒙文表章

入朝，明朝也不断派出使臣诏谕、封敕各部，需要一批兼通蒙汉语文的翻译人才，明太祖‘设四夷馆隶翰林

院，选国子监生习译’(《明史》卷74《职官志三》)，留居内地的一些蒙古文人充当蒙文教习或从事翻译，有的还

代表明朝出使蒙古各部。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命翰林院侍讲火原洁组织蒙、汉、回回学者编写《华夷译

语》，作为蒙汉翻译的规范课本，并参考《蒙古秘史》译音、译意。由于这项工作，蒙古族早期的这部历史名著

才得以完整地留传下来”，“明朝也曾在一些蒙古卫所设立儒学，选聘懂得蒙古语文的教师，给卫所蒙古官员

的子弟教书”。

(二)第二类政策：中央政权推行“双轨制”或“多语制”语言政策

采用这类语言政策的中原政权都由周边族群凭借武力“入主中原”建立，多为原居北方或东北地区的游

牧、狩猎部落，凭借冷兵器时代的骑射优势或乘中原内部变故占领中原。由于中原地区拥有庞大人口、充裕税

收、丰富物产与绚丽精美的文化生活，周边群体特别是北方草原上勇猛彪悍的游牧部落首领们梦寐以求的政

治理想，就是“入主中原”。骑兵的高度机动性和娴熟的骑射技术常常使游牧部落在与中原军队的作战中占有

优势。在中国历史上，北方各游牧部落曾多次击败中原王朝、取而代之成立新朝代。

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部落占领华北后，最初也曾试图把农田转变为他们习惯的游牧场。南宋诗人张孝祥

的《六州歌头》写道：“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

笳鼓悲鸣，遣人惊。”词中描写的就是华北农耕区被金人变为放牧和游猎地后的情景。但是，同样面积的牧场

和农田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却是“天壤之别”。即使是牧草丰美的草甸草原，6亩草场所产牧草只能维持每只羊

一年食用，而6亩农田在平常年景一年可以生产多少粮食？比较之下，游牧部落的统治者们很快就放弃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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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的计划，转而把中原农耕地区认作政权的经济基础。忽必烈曾坦言中原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山以南，

国之根本也。”(《元史》卷156《董文炳传》)这些接受中原地区产业结构的北方统治者，在农耕文化环境中必然逐

步改变原有生活消费习惯和文化旨趣。

田余庆指出：“蛮夷戎狄的问题在当时主要不是种族的观念，而是文化的观念。少数民族入主以后，最先

往往想凭借自己的武力优势来保全自己，维持统治，所以有相当程度的反汉化倾向。但是毕竟在历史中长期

起作用的不是暴力，而是一个处处存在的、天天起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女真人反对过汉化，蒙古人也反对过汉

化。但是要反汉化，他们就难于维持统治地位，只有汉族文化才能帮他们维持统治。”马克思说：“野蛮的征服

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对于那些“入主中原”的边

疆少数族群政权而言，尽管他们对母语和自身文化传统具有强烈尊崇和情感眷恋，但是面对人口规模远超本

族的中原汉人群体和发达的农业经济，为了保持辖区内经济活动和统治体系的正常运行，统治集团最终还是

不得不接受自身群体在历史过程中逐步“华化”的发展趋势，默认或者公开承认政府公务和民间语言使用的

“双轨制”或“多语制”语言政策。

外部“入主中原”的前“蛮夷”政权在建立初期通常采用“双轨制”语言政策，即本族语文与中原汉语文并

用：在本族原辖区和朝廷行政事务中沿用本族语文，在中原地区的各项民事活动仍通用汉语文。由于中原族

群在人口规模和经济社会活动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经过较长时期深层次的交流交往交融，这些生活在中原

地区的外来统治族群成员(包括皇族、官吏和普通民众)逐步转用中原语言，甚至一些人基本丧失母语能力。刘

浦江在《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一文中把导致女真人汉化的主要因素归纳为四条：生活方式、

移民汉地、体制一元化和确立汉地本位，认为“汉地”即中原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决定了其在维系皇朝运行

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尽管“金朝中期，世宗和章宗为了遏止女真人的汉化趋势，发起一场女真文化复兴运

动，企图保存女真民族传统，但却未能达到其预期的目的，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对汉文化的抵抗”。女真人

所面对的，是“不可阻挡的汉化潮流”。恩格斯说：“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

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

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

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随着政权的稳固和经济秩序的恢复，汉语在社会交流中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

因为中原经济得以运行的交流工具和中原文化的主要载体即是汉语汉字。至金朝中后期，接受汉文化已经成

为女真上层社会的普遍社会风尚。回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进程，“汉化”或“中华化”始终是中原群体与边

疆群体政治文化交流的主线。

采用第二类政策的少数族群政权可以分为两组。

第一组是仅仅占领中原北方地区的少数族群政权。这组北方政权包括东晋时期的北方十六国、南北朝时

期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北方各国，与宋朝对峙的辽、金、西夏政权。

在华北建国的这些政权虽有本族语言但文字体系尚不发达，这些政权必须创立与汉人社会同等的文化体

系，以此与南方汉人王朝长期对峙。在这一过程中，割据华北的各少数族群政权为保持自身语言与文化特色，

曾努力创制自己的文字系统，但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最终还是逐步接受了汉语文和中原文化典籍。

公元920年，辽太祖阿保机命“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等‘始制契丹大字’。……契丹大字受汉字影响很

大，据载：太祖‘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

录第一》)，天赞年间(922-926)左右，太祖弟迭剌又利用回鹘文改制称契丹小字。……契丹大小字创制后，但通

习者甚少，汉字仍是通用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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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记载，完颜“阿骨打命完颜希尹创制女真字。天辅三年(1119)八月，字制成，阿骨打‘命颁行之’。此

即后来称之的女真大字。金熙宗亶为帝后，又采用汉字、契丹字偏旁创制了另一种女真字，天眷元年(1138)公
布。后世称之为女真小字”，“金世宗反对女真人说汉语，穿汉服，改汉姓，可他提倡学习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文

化，用他自己的话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金史》卷8《世宗本纪下》)。为

学习中原儒学经典，“太宗时，在上京设国子监，在南京设太学，学习儒家典籍”。

西夏国位于宁夏、甘肃地区。“党项羌人原有自己语言，没有文字。长期以来一直使用汉字。(1032年李元

昊继位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等人，予以演绎，编纂成12卷，世称为‘蕃书’”，“其亲自主持，根据西夏语

的特点，创修西夏文字……‘西夏文’是根据党项语特点，仿照汉字创制而成”，“夏仁宗李仁孝，他在位(1139-
1193)时不仅提倡尊孔子为文宣帝，下令各州郡立庙祭祀，还敕令各州县兴学校，将弟子员由300人扩展至3000
人。又于皇宫内建立小学，规定宗室子孙自7岁至15岁俱可入学，于京城建立大汉太学，以其为学术文化最高

学府。此外，又参照中原王朝办法，设立科举制度，设置童子科和进士科，策试举人，选拔人才”(《宋史》卷486
《夏国传下》，《夏国书事》卷36)。

西北回鹘部落所创制的回鹘文字，书写方式也受到中原汉字的影响。“回鹘人在西迁以前，早期通行古突

厥文(鄂尔浑—叶尼塞文)。九世纪前期又依照粟特字母创制新文字，世称之为回鹘文。回鹘文属音素型文

字。一般由 18—23个符号(一说 22个)组成。早期文字为从右到左横写，后因受汉文影响，改为从左至右竖

写。书写工具多用芦苇笔。一般文书或草稿也用汉人使用的毛笔。”这些地方性政权一方面极力创制本国文

字，另一方面积极学习中原汉文化。这组政权在语言文字应用方面实践的是“双轨制”道路。

在这些政权统治下，当地汉人在日常交流中也不可避免学习少数族群语言，相互学习语言以及在日常生

活中多语混用是不可避免的特殊语言生态。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汉人与南下的鲜卑人曾出现普遍的多语混用

和多元文化现象。鲜卑文化对于华北地区的汉人社会影响深远，“北朝时学习鲜卑语成为汉族贵族子弟引为

时髦之举。高欢(496-547年，北齐王朝奠基人)就能兼言汉语和鲜卑语，史称：‘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

(高)昂若在列，则为华言’”(《北齐书》卷21《高昂传》)。

第二组是取代中原政权统治中国全境的新朝代：元朝和清朝。

蒙古人在攻占中原建立元朝之前即开始创制自己的文字。“《元史》记载，蒙古攻灭乃蛮后，俘获了乃蛮王

傅兼掌印官塔塔统阿。成吉思汗颇为重视这位‘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的畏兀儿文士，让他随从于左

右，并‘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元史》卷124《塔塔统阿传》)。……蒙古人开始采用一种文字符号来书写

自己的语言……畏兀儿体蒙古文(当时称为蒙古畏兀字)。这是一种拼音文字，以畏兀儿字母拼写蒙古语言，自

左向右竖写。”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曾“命八思巴创蒙古新字”(《元史》卷202《释老传》)。至元六年(1269)，
八思巴依据梵文、藏文字体，创成一种能拼写一切文字的方形字体，忽必烈下诏“颁行于天下”(《元史》卷11《世

祖本纪》)，后人称之为“八思巴文”。但是，新创制的八思巴文始终没有普及，此后又回归使用畏兀儿体蒙古

文。“(赵璧)受命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汉文儒典译成畏兀儿体蒙古文，供忽必烈阅览并作为教材教

授蒙古‘贵近之从学者’。……忽必烈还下令将《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帝范》及多种儒家经典译成畏兀儿体

蒙古文，并刊布发行。”

元朝统治者努力发展本族文字并将汉文经典译成蒙古文以提高本族文化素养，但是很快就意识到掌握汉

语文对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性。元朝正式建立中央政权后，所统治的人口、经济核心区转至汉人聚居的中

原，忽必烈在治理华北过程中很快认识到“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忽必烈1271年正式“改国

号为元，一切典章文物皆仿中国”，“尊崇儒学，在上都、大都诸路府州县设立孔庙”，并命“有司岁致祭，月朔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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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禁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罪”，此后元朝的语言文化政策开始转向全方位接受中华传统文

化，中华文化传统重新在中原占据主导地位。

元仁宗在位年代(1311-1320)甚至被称为元朝“儒治”时期，“尊尚儒学，化成风俗，本朝极盛之时”。1313
年，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规定：“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

问，用朱氏章句集注。……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

句集注。……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

榜。”可见熟读儒学经典已成为元朝选拔官员的重要条件。“直至元末，共举行科考十六次，选取进士一千一百

余人，蒙古人和色目人合占半数。”

元朝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设行省，实行与中原同样的治理制度。由于元朝推崇中华传统文化和汉语汉

字，地方大员们积极投身于中华文化的传播运动中。如赛典赤在云南“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

由是文风稍兴”(《元史》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在元朝时期，儒学也开始在罗罗地区传播，一部分罗罗人开

始直接吸收汉族文化。……当时乌蒙等地建立了‘儒学’，推广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汉文化。此外，在建昌、马湖

等罗罗地区也相继设立了学习儒家经典的官学。……这些学校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作用，而且为以后明、清封

建王朝在云、贵、川三省境内罗罗地区设立官学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元代的海南黎人，“由于长

期同迁入的汉人杂居共处，在宋代已经‘半能汉语，十百为群，变服入州县墟市，人莫变焉’。”(《岭外代答》卷2
《海外黎蛮》)

清朝在建国后的大多数时期推行的是一种区域性“多元化”的语言政策。首先，清廷始终努力发展和保持

满语文在满洲旗人中的学习和使用，甚至曾要求汉人学习满语。“清政府很重视国语，规定满洲官兵必须讲国

语。对汉军八旗人员的满语、骑射，要求也很严格。汉军官员必须以满语奏对履历，能骑射，才能任用。地方

各省和中央六部的官员呈奏皇帝的题本，必须满汉合璧，本内满文若有错讹，就要受到皇帝的训斥。顺治帝谕

令翰林院中的汉人进士‘学习满书，以备将来大用’。他两次亲临内院面试，选‘通满洲文义者’晋升官职，‘不

能成文’的，降级调用。由此可见，清廷对‘国语’之重视程度。”

但是满、汉之间人口规模的悬殊差异很快就改变了满语使用的基本态势。清兵入关时满族总人口约为50
万，而明朝后期的“户籍人口一定不止六七千万”。随着清朝政权的巩固和旗人分散驻扎全国各地，全国性行

政事务和财税贸易的语言工具逐渐转为汉语文。“入关后的满洲人，被长期置身于汉地社会环境和都市生活不

可抗拒的影响之下。不过经历两三代人，他们原先所具有的以骑射、满语、简朴勤谨和萨满教信仰为主要特征

的满洲文化，就已经急剧衰落了。”人口规模、经济主体、文教事业的客观条件迫使清廷上下越来越倚重汉语

文作为交流工具。由于满人普遍习用汉语，逐步造成母语生疏。“满洲贵族执掌清朝大权，军政财刑等等方面

事务繁多，公文来往，绝大部分都用汉文，不识汉文，不懂汉语，难以办理案件、裁处诸事。因此，入关以后，满

人学习汉语、汉文的风气十分盛行。乾隆皇帝说：‘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就是这一事实的反映。雍正三

年(1725)，吏部奏请拣选精通汉文的官员说：各省题奏‘命盗案件’及刑部咨稿，‘俱系汉文’，满洲司官如不识汉

字，必被猾吏欺隐，‘以致误事’。建议今后刑部‘满洲司官缺出’，拣选通晓汉文的人员补授，以便案件易于料

理，‘满洲习汉文者，愈加勉励矣’。这一建议得到雍正皇帝的允准(《清圣祖实录》卷35，第2页)。满洲八旗人

员学汉文、汉语的日益增多，尤其是居住在北京的旗人。很多已是只通汉文，不通清语了。康熙年间，已因各

满洲官员‘既谙汉语’，而裁去中央各部院及各省将军衙门的‘通事’。”到了清朝中期的“嘉庆年间，已形成‘满

洲非惟不能翻译，甚至清语生疏，不识清字’的局面”，“满洲发祥之地的东北各地，尽管使用满文、满语的时间

比较长一些，但到了乾隆以后，也主转而使用汉文、汉语。以清朝根本重地的盛京(沈阳)而言，许多满人已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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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满语”。到了清末的1903年，满人穆都哩著文称：“以满汉两方面而言，则已混同而不可复分。”纵观自秦朝

之后中国哪个朝代的皇族子弟对汉文经典最为娴熟、汉字书法最好，应以清朝皇族为最。

“入主中原”的边疆族群在统治中原汉地的同时把其他地域及族群纳入版图后(如元代和清代的青藏高

原、新疆等地)，中央政权的统治策略是将其列为与中原各省不同的“藩部”，保持当地族群语言为地方通用语

言和“传统社会构造”，制定族群区隔化“多语制”语言政策。在这样的语言政策环境下，地方族群的语言文字

得到一定发展空间。例如在清代，“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著名高僧和学者咱雅第达经过多年研究，于1648年，

在回鹘式蒙文的基础上创制了托忒文，又称卫拉特文。在创制托忒文时，吸收了卫拉特方言，密切了书面语和

口语之间的关系。与原有的通用蒙古文相比，元音字母有所增加，以准确表达不同的元音。辅音字母也根据

卫拉特方言另有增加。因此托忒文能够比较清楚地表达卫拉特的语音也更接近于口语。……托忒文只在西

蒙古地区流行。”

清代的“多元语言政策”政策又可划分为三类区域。第一类区域以汉人为居民主体，满人杂居其中，沿用

明朝行政制度，清中期之后，普遍使用汉语文。第二类是汉人居民很少的蒙古、维吾尔、哈萨克、藏人聚居区

(“藩部”)，清朝“沿袭旧制”，在满人官员外任命一批当地传统部落首领，在这类地区努力保持当地民族语言文

字，而且对汉人进入这些地区进行限制。第三类区域为元朝、明朝已建行省的西南多族群地区，元、明、清三朝

在西南诸省努力推行“改土归流”，鼓励中原汉人迁入这些地区发展当地经济，语言学习则以学习汉语和儒学

为潮流，清廷并开设科举、选拔官员以鼓励西南各族学习汉语。

在“清代大部分彝区，汉族和彝族有相互学习的条件，尤其是各府、州、县皆设有儒学，彝族子弟可入学读

书。四川建昌府兴建义学，建设起学舍，‘并选本省文行兼优之士，延为塾师，令熟番子弟来学，俟学业有成，

俾往教生番子弟’(《清世宗实录》卷 90，第 13页)。不仅是清政府重视彝族子弟入学读书。彝族广大群众

也主动捐资办学。乾隆九年(1744)，云南总督张允随奏称：‘现在夷方倮族，亦解好施……增设义学三百七

十余所，捐置田亩，以充馆谷，选择师儒，以司训课。现在肄业诸生中，不乏笃学好修之土’(《清高宗实录》

卷 229，第 22—23页)。学习有成就的彝族人，可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嘉庆九年(1804)，礼部议准，‘云

南威远之彝人，向俱准应童试，如有情愿捐监者，照番例办理’。”(《清仁宗实录》卷 127，第 19页)“正如乾

隆《赵州志》记载的：白族人‘然性勤俭，力田，颇读书，习礼教，通仕籍，与汉人无异’，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与内地汉人又趋于一致”，“土家本无民族文字，普遍使用汉文，清‘康乾盛世’时期，兴办书院、义学，学习

汉文、汉语的人数大大增加，而且达到较高水平”，“毛南族长期和壮族、汉族杂居，一般都会说汉语、壮语，

无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

清代的“多元化”语言政策也体现在官方教育体制。国子监设立蒙古助教“专司训课蒙古文义”，八旗官

学体制为“八旗各建学舍时，学习内容为以十名习汉书，余习满书。雍正五年(1727)定，年幼者习满书，稍长者

习汉文。至乾隆初……择材资聪颖有志力学者，归汉文班，年长愿学翻译者，归满文班”。清代科举取士分为

“习满书”“习汉书”“习蒙古书”三类，“与汉人合试，即皆试汉文，并且同榜”。晚清开始强化藏文学习，1907年
设满蒙高等学堂，“除设满蒙文科外，并附设藏文科”。宣统元年组织编辑《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四册，编

印《满蒙文高等学堂蒙古语文讲义》。

整体而言，清廷的语言使用体制仍是努力维系“多元语言体制”。成书于1790-1805年期间的《五体清文

鉴》，是由清廷主持编撰的满、藏、蒙古、维吾尔、汉5种文字对照分类词汇集。北京故宫的殿堂匾额有的是汉文

和满文并列、有的是汉、满、蒙古文并列，雍和宫匾额采用汉、满、蒙古、藏4种文字。拉萨布达拉宫供奉的《当今

皇帝万岁万万岁》牌位用汉、满、蒙古、藏4种文字书写。《钦定理藩部则例》(卷二十四)“印信”载“驻扎库伦办事

··105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语言文字学 2023.12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大臣颁给印信，镌刻清字、蒙古字、汉字”。朝廷规定的语言文字应用规则，生动体现了清朝推行的“多元语言

应用模式”。

鸦片战争后，清廷在抵御西方列强的战争中屡次败绩导致割地赔款，由于藏地、新疆、内外蒙古居民的语

言与文化习俗与中原汉、满民众不同，为了加强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清廷开始在各边疆地区推行“新政”。其

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当地民众中推广汉语。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的“新政”措施即有“广设汉文学堂”“创办汉

藏文白话报”等，提出“计前后藏寺院三千余，拟令自筹经费，各立汉文蒙学堂一所，兼学算学，兵式体操，汉文

汉语”。1908年不完全统计，西藏已成立初级小学堂、藏文传习所、汉文传习所、陆军小学堂等共 16所。

1907年川滇藏区开办官话和初等小学堂，“按《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官话学堂以学汉语、汉文为主。官

话学堂毕业方能入初等小学堂学习”。晚清时期的语言政策调整，表明汉语文已演变为朝廷在全境推广的

“国家通用语言”。

(三)第三类政策：“蛮夷入主”政权制定语言政策使本族全面改用汉语文

实施这类语言政策的也是“入主中原”的“蛮夷”政权，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北魏。“拓跋氏统一北方中国后，

即放弃传统的游牧生活，而推行农业生产作为国家的经济重点发展”，并接受中原政权的社会管理制度。公

元386年，北魏皇帝拓跋珪下令“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魏书》卷113)，把下辖各部落改制为中原汉人体制的

“编户”，农业成为北魏的社会经济基础。北魏孝文帝(471-499)，“禁止鲜卑人着胡服、在朝廷上说鲜卑语，提

倡改鲜卑姓为汉姓，定姓族，说汉语，着汉服，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鲜卑人被迫用汉衣冠，说汉正音，

生称洛阳人，死葬邙山上，日久汉化，是很自然的。”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中列出外族为主体时自愿使自

己同化于汉族之方法之七即是“变更语言文字：改用汉人语言文字”(“如魏孝文帝之兴学校，求遗书，禁胡语

之类是也”)。
在北魏与南梁对峙时期，公元520年北魏人口为3230万，南梁600万，周边少数族群人口约400万。北魏

所辖人口中，游牧传统的鲜卑人显著少于华北地区的农耕汉人，这是北魏等北朝政权积极吸收汉人文化、获得

汉人文化认同从而加强社会统治基础的重要原因。来自游牧经济的北方群体，“经历一定的时间，征服者往往

全部或局部与汉族融合成一体”。

采用第三类政策的主要是东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北方政权。后赵石勒称王称帝(319-333)：“立太

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第三百人教之”。后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

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于襄国城西起明堂和辟雍，以培养文武官员子弟，在地方上设置学校，

“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

郎，录述时事”。石勒还“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

前秦政权极力推行中原文化。《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祇，课农桑，立学校，鳏寡

孤独高年不能自存者，赐谷帛有差。其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令在所以闻。”苻坚将氐族武人将士

乃至宫廷妇女纳入儒学教育范围。“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孙并遣受业”，进而

“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修学。课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授于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署博

士以授经”。

后秦姚苌(330年出生，384-394称帝)也是一位积极推行中原语言与文化的北朝皇帝。《晋书》卷116《姚苌

载记》：下令留台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其子姚兴：“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

以授之。”(《晋书》卷117《姚兴载记》)最终，“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汉族等错居杂处，通婚汉化，(各部鲜卑)大
多融合于汉族。……而且汉语成为诸部的通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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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历史上地方割据政权的语言政策

历史上在各中原王朝管辖地域之外，东亚大陆上还存在多个不同规模的地方性割据政权。由于中原地区

汉人的庞大人口规模、繁荣的经济和文化，这些周边政权在许多方面与中原政权和中原民众始终保持着紧密

政治—经济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积极吸收中原文化成果，表现出强烈的“文化

向心力”和多种语言文化模式。

在中国历史上，割据一方的少数族群政权中，有许多因倾慕中原文化而在部众中主动倡导并积极推行中

原文化的例子。

隋唐时期的西域高昌国(公元5世纪中叶—7世纪中叶)深受中原影响。“国有八城，皆有华人。”(《魏书》卷

101《高昌传》)“汉地的《毛诗》《论语》《孝经》，历代子、史、集等书籍，在高昌皆得以流传，并‘置学官弟子，以相

教授’”(《北史》卷97《西域传》)，“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由于汉族大量留居今新疆地区，汉族文化和典章

制度对西域诸族产生极大影响。这一时期，西域诸族除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外，也往往通用汉文。汉族典籍

大量地传入，使许多地区比之于内地。尤其是高昌等大批汉人聚居地区更是如此。吐鲁番、尼雅、楼兰等地出

土的大批汉文字书写的文书、简牍，涉及民间买卖田园、牲畜、粮食，丝织品的契约、官方屯田、收受供祀帐、邮

政、籍帐等内容，可见汉文使用之广泛”。

唐代云南南诏国(738-902)“建国后就积极推广汉语、汉文，中原史籍、诗词书画在当地广为传播，故南诏的

王室成员、贵族及其子弟大多精通汉文，且有较高的文学修养，通常都以汉文写作”。“南诏以汉字为官方通

用文字，这也是南诏奉中原文化为正朔的一个突出例子。如阁罗凤时立的著名的《南诏德化碑》碑文，就是用

汉字写成的。……现存南诏时期的各种金石碑刻亦均为汉文。南诏时期虽然也产生一种用汉字记白蛮语音

的文字，或将汉字笔划作部分增减而成的文字，俗称白文。……但这种白文并没有得到推广。”

宋代云南“大理国时期(937-1254)，白族知识分子大多能读汉文，并能用汉文写作，与内地流行的汉族作品

基本相同，而且水平也很高，其实要以碑记的行文为最著名。……为了增加读者的广泛性，少数文史作品，还

采用白文(借用汉字记录的白语的一种古老白文)或用半汉文半白白文写作”。“高凉郡俚人首领冼夫人自与

高凉太守冯宝缔婚后，便积极提倡仿效汉人礼俗，‘使民从礼’。并在高凉一带广泛建立学校，促进汉族封建文

化在当地广为传播。”

甚至中国周边一些“邦国”在接触到华夏中原文化后也积极学习和吸收中原文化。《新唐书》卷 220《高丽

传》载高句丽注重读书：“至穷里厮家，亦相矜勉，衢侧悉构严屋，号‘局堂’，子弟未婚者曹处，诵经习射。”所用

教材为《五经》《三史》《三国志》《晋春秋》等。日本、安南(今越南)的文字与文化习俗也深受中原地区影响。

在中国有史料记载的几千年历史中，特别是秦在中原地区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后，以上讨论的第一类

和第二类语言政策的社会实践占据了大多数时期。

官方语言政策的推行与民间语言使用的实践，往往存在一定的距离。作为行政统治者的王朝政府无疑享

有排他性的政治权威，但是当其推行与社会主流人口传统语言不同的另一种语言时(如元朝曾推行八思巴文

和畏兀儿体蒙古文)，相关政策的实践主要限定在官府公文印信、官方与公共场所牌匾碑刻、需官方查验的地

契合同以及官办学堂教材等，这些领域的政策限定毫无疑问对于社会民众的语言使用和学习具有权威的导向

作用。但是，在基层社会的日常交往中，民众在生活、劳作与贸易中使用的语言、私人信函、民间契约等，仍然

会沿用传统语言文字。如果这个民间传统语言使用的人口基数足够大，民间经济贸易活动对于朝廷的经济命

脉足够重要，那么或早或迟，朝廷也会默认这些语言文字的使用，甚至调整官方语言文字的使用规则，将民间

传统语言文字纳入官方正式系统。清朝把汉字纳入官方文件体系，实行“多语制”，即是生动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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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语言演变进程

作为一个政治与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这个政治与文化共同

体的整体结构及基本特征被费孝通归纳为“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语言体系的演变也充分体现了“多元一

体格局”的整体结构和基本特征，这个语言体系之所以能够得以形成并延续了几千年，有两个关键因素。

(一)分析语言发展演变前景的两个指标

除了前文讨论的影响或制约语言间的竞争态势的五个因素之外，还有两个衡量指标在讨论语言竞争的长

远发展前景时也不能忽视。

第一个指标是语言自身生命力的强弱。从语言史的角度来看，语言的生命力来自孕育出这种语言的自然

生态环境和传统经济活动。中华大地始终涵盖多种形态的经济活动，正是各地多样化的自然地貌、气候、植

被、水源等因素产生多种经济活动类型(如中原农耕经济、北部和西部高原游牧经济、西南部山区混合型经济

等)和不同的物产。不同类型经济活动产生不同的语言和词汇体系，所以只要在疆域内存在多种经济类型和

与之相关的生活习俗，相关群体的语言就始终具有使用价值并保持一定的文化生命力，其延续和发展也是必

然的。即使是一个汉人，来到蒙古草原生活并从事传统游牧活动，他必然学习蒙古语。当年“插队”来到锡盟

草原蒙古族社区的北京知识青年，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所以，只要中国各地区维持多种形态的传统经济活

动，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等各种语言就始终有自己的使用空间。换言之，只要中国这块土地上存在多种传

统经济模式，从事相关经济活动的人群就会延续使用自己的传统语言，中国语言体系中就必然保持着“多元”

的结构。

这个指标可以选用一系列量化指标来加以测算，如某语言的母语人口数、学习该语言的非母语人口数、就

业市场要求熟练掌握该语言的就业者比重等，这些指标在加权后即可计算出某种语言的“生命力指标”，并可

以在本国与其他语言进行比较。

第二个指标是不同语言彼此竞争的态势演变。正是这一态势决定了语言演变的方向。从语言发展历史

角度来看，各种类型经济活动的发展需要彼此间的产品交换。无论在各政权辖区内或是不同政权辖区之间，

始终存在多种经济类型及相关物产的相互补充。史书上记载的“茶马贸易”，即是农牧区之间经常性的产品交

换。这就衍生一个区域间分工互利的稳定的经济共同体。在各类经济类型产品的交流过程中，一种词汇系统

更复杂、交流涵盖面更广的语言会表现出更强的工具性效能，并在实际应用中逐步占据主导。在人类社会经

济发展模式中，农耕经济通常是一种较游牧经济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并能繁衍和维系更大规模的人口。东

亚大陆历史上先后出现多个朝代或地方割据政权，中原农耕群体建立的政权必然会在其新扩张的领土上发展

农耕经济并推行自身语言与文化；而由北方游牧群体“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尽管存在扩张“草原畜牧业”的动

力并通过各种政策手段推行本族语言，但是最终还是把政权税收财源的根基扎在规模庞大的中原农耕经济

中，并逐步接受中原的语言与文化，表现出趋向共同性的“一体化”趋势。所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

“多元”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体”。“一体”带动着“多元”的发展，“多元”与“一体”之间是一种辩证的、相辅相成、

共生共存的有机联系。

分析语言竞争态势需要一个各语言使用者相对规模变化的动态指标，研究者可以选用一系列量化指标来

加以测算，如某种语言母语人口数变化、学习该语言的非母语人口数变化、就业市场要求熟练掌握该语言就业

者比重的变化、政府对各种语言使用具体政策限定(正式公文、公共标识、教学语言等)的变化，不同文字出版物

的种类及印数的变化、影视娱乐节目选用语言的变化等。对于这些指标的跟踪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各种语言在

应用领域的竞争态势加以分析和预判。

世界其他地区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许多强盛的多族群大帝国，但是都在随后的战争、内部分裂和“民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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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浪潮中解体。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格局之所以能够不断延续和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秦

统一六国以来，在中国的中原这个东亚大陆上的政治、经济核心区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核心族群，这就是后来被

称为“汉人”的超大型人口集群。而且，这个集群通过对周边区域和人口的不断吸收而持续扩大，即使在某个

时期被“入主中原”的“蛮夷”族群所统治，但是它所具有的强大经济—文化实力和具压倒优势的庞大人口最终

会使统治族群逐渐被“同化”并消融在中原的土地上。在中国历史上各种语言的相互竞争中，汉语文强大的生

命力和在实际应用中占有的压倒性优势决定了语言演变发展的基本前景。

费孝通在论证“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时，特别强调这个体系之所以得以形成，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

中华政治体系在发展中产生了一个凝聚核心群体：“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

体格局中产主了一个凝聚的核心。”他多次提及这个“核心”的重要意义：“我把中华民族的核心群体叫做‘凝

聚核心’。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许多群体都参与了这个‘凝聚核心’的发展过程，

包括了汉人、蒙古人在内，有的进入了这个核心，有的附着在这个核心之上，形成不同的层次。”而汉人群体之

所以能够发展成为这个凝聚核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汉人在中原地区发展出繁荣的农耕经济和庞大人口，

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和人口重心。正是由于存在中原汉人群体这个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汉语文

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语言”，并始终维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

一体”语言体系中的“一体”。这就是中国各种语言长期以来共存竞争的基本发展态势。

(二)语言功能的双重性

从语言社会学的视角看，人类语言在功能上具有双重性。首先，语言是一个群体传统文化的载体，寄托着

这个群体的历史记忆和浓厚情感，是“祖先的语言”。任何社会对于文化遗产都必须秉持保护尊重的态度，人

类失去文化多样性，就如同地球失去生物多样性。其次，语言也可以视为纯粹作为信息交流和学习知识的工

具。在本族内部交流中，语言工具体现了传递信息、文化传承的功能。在与其他民族成员的交流中，使用哪种

语言体现的是个体从其他群体成员获取信息和学习知识的能力。如果只从交流工具这个功能来看，每个人在

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竞争中选择学习或放弃哪种语言，应当只是个体的理性选择。

由于语言的功能具有上述双重性，而各群体的发展水平与速度又不平衡，所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每种语

言文字作为交流工具的重要性在不断变化中。所以，我们必须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辩证和动态地来认识每

种语言的发展趋势。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单凭口头传授已无法满足年轻一代学习现代知识的需求。因

此，当学校义务教育得以普及以及越来越多年轻人离开本族社区进入城乡就业市场后，那些尚无文字的语言

(如保安语、撒拉语)由于其学习功能受限，必然会在几代人的时间里逐步退出人们的使用。作为对人类文化遗

产的保护，今天一个紧迫的工作即是在大学里建立相关的语言学习与研究专业，把这些没有文字的语言继承

下来。同时，由于今天的科学技术和各学科知识发展与更新在不断加速，那些已有文字但是相关科目母语教

材编写与更新面临很大难度的语言(如藏语、蒙古语)，实际上面临应用领域(科目)持续狭窄化的发展前景，其原

因不仅是由于这些群体缺乏足够的高端人才从事教材的编译，同时这些母语文教材也缺乏足够的读者规模以

维持出版费用。在科技知识体系全球化、劳动力就业市场全国化的社会发展现实中，少数民族教材涵盖的科

目最终的发展趋势，也许将仅限于母语学习、本族传统文化和母语文献的研究领域。

由于我国主要城市和工商业集中在汉族聚居区，母语为汉语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约占93%，所以我国

政府把汉语普通话确定为国家通用语言是符合国情的。随着我国普及高等教育和新型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不

断扩展的全国性高校体系和劳动力就业市场吸引了大批来自非汉语地区的年轻人，当他们进入跨地域统一的

高等教育体系学习和就业市场工作时，主要的学习语言和交流工具只能是国家通用语言。与此同时，随着各

传统经济体系的相互渗透、现代交通与物流体系的迅速发展以及农业与农产品加工的工业化，各传统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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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草原畜牧业、高原牧业、戈壁农业)原有的语言与词汇系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吸收大量以国家通用语言为

载体的新词汇。由于这一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学校义务教育已成为国家为各族年轻一代系统学习语言工具和

现代知识体系的重要场所。与此同时，除了以培养少数民族传统语言人才为目标的少数专业和学校外，各级

学校采用全国通用语言作为主要教学语言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随着时代的演变，科学技术在快速发展，社会系统和知识体系也在不断调整之中，几乎每天都会产生一些

新概念新词汇并被及时译成各种语言。所以，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每时每刻处在变化过程中。英语、日语等外

语如此，中国人使用的各种语言也是如此。现在中国人语言(汉语、蒙古语、藏语等)词汇中不仅吸收了国内各

族的其他词汇，而且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也吸收了一些英语、日语词汇。这些现象都充分证明人类的语言是活

生生并不断变化的。不断加强的跨国科技交流和经贸产业合作，迅速增加的跨国人口流动，都在催生对“通用

语言”的客观需求。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英语正在成为各国年轻入学习的重要工具性语言。“人类命运共同

体”也许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但是学习彼此的语言或掌握一种通用语言，无疑是增进各国、各族人民

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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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Transition Process of Language Policies in China

Jian Zhixiang Ma Rong

Abstract：Languages emerged from peoples' socio-economic activities and life customs under different geographic
and climate conditions. There were communications and competition among the groups when they meet each other with dif⁃
ferent languages. Four factors have influence on language competition: coercive policies of administrations, influences of eco⁃
nomic power, relative size of populations, and attractive appeal of their cultur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language system formation of Chinese nation. The language policies practiced by the different dynasties since the Qin
we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groups. The paper discussed these policies in details based on historical records as well as the in⁃
fluence of language policies on political-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Profession Fei Xiaotong suggested a frame⁃
work of "the pluralistic unity of Chinese nation" in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formation.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such "a plu⁃
ralistic unity" framework also exist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system, and Han population in the core area of China and Put⁃
onghua(“普通话”) has functioned as a cohesion core of this "a pluralistic unity".

Key words：language policy; "a pluralistic unity" of Chinese language system; the core of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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